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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

民间①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或上层文化的一种底层文化形

态，一方面它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特点，是民众在长期生活、交

往中形成的与民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俗仪式、生活习惯、语

言和艺术等等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性和边缘性的特

点，强调“在野”的性质，因此不像上层文化那样有着较为明晰的

规范性特点，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它很容易接受上层、主流文

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上层文化转型和重建的时候，又

可以以其文化蕴藏的丰富性反过来影响上层文化的构建；另外，

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又有重合和联系的一面，所以

民间文化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具体来讲至少应该包括两

个层面：一是主要指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等可以通

过语言文字或物质遗存可观可感的文化形态；一是民间的信仰

① 陈思和教授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概念包括以下层面：一、它
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
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
本的审美风格，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自由自在）这种境界的
最高表现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三、它既然拥有民间
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
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参见《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７、２０８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伦理、认知逻辑、稳态的历史传统等等深层次的、无形的（ｉｎｔａｎ

ｇｉｂｌｅ）心理和精神内容，在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

大众通俗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众多文化要素或形态之间，展

现了复杂的张力关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民间’这意义，本

指多数不文的民众。”①但是“民间”概念本身的边界又往往非常

模糊，民间这个概念是由文人（知识分子）最早提出来，比如有学

者就把这个概念追溯到了明代的冯梦龙。它首先必须经由知识

分子或者官方的存在而获得相对性的确认———“多数不文的民

众”一般不会有意识地称自己为“民间”，显然，至少从周作人这

个定义的角度说，民间毫无疑问是某种强势文化主体的“他者”，

这个“民”还是官／民、士／民关系中的民，其政治界定的意义非常

明显。但是“五四”以来，经过现代启蒙精神的洗礼，“民”的内涵

悄然发生了偏移和扩展，民间和民族、大众、底层、工农等等概念

相互指涉、频繁混同，而且逐渐渗透了“人”的意义发现和人文主

义的基本价值认同，所以，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民间这个概念

甚至可以涵盖一切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生活，民间的外延

在人类学意义上获得了扩展。尤其经过新文学发端以来中国作

家的审美创造，以及学者对于民间问题的持续关注，文学和文化

意义上的民间范畴已经蕴涵了丰富的语义，我们在很多场合是

以修辞的方式把“民间”当作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仅仅作为名

词，民间往往成为一种具有限定、区分和修饰作用的语义成分，

显而易见，我们并不能把涉及民间的一些语词直接当作民间实

体进行简单对应，还应该仔细探究民间范畴及话语生成本身的

文化谱系，以及由此展开的相互主体关系和精神内涵。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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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民间问题时，必须注意到民间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

内在跨度，比如从政治意义到人类学意义、从社会形态到审美表

现、从文化他性（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到民间自在性、从民族性和本土性

到价值普泛性等等。从“实在”的现实权力结构出发考察民间，

那么我们主要强调的会是民间的多元性质及其与政治意识形

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而从艺术形式和审美表

现的角度来考察民间，会强调民间形式和民族传统在现当代文

学中的转换呈现；从伦理和价值的维度考察民间，则不可避免涉

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重构与认同问题，以及文化表述中的

伦理关怀和主体反思精神。研究民间问题至少要区分“现实的

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民间特征的审美表现”、“知识分子的

民间价值立场”等等不同的层面，陈思和教授针对文学研究中的

民间问题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对它做一个简

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不同层面的民间问题展现的是不同的

结构关系，因此民间这一范畴不能被某种单一的价值尺度所规

定和覆盖。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考察民间文化的发生

学意义，直接的对象是具有民间特征的叙事文本，以叙事文本为

中介，我们考察的主要内容将包括：１．民间性因素在叙事文本中

的不同审美表现形式，分析由民间文化到民间审美表现之间的

符号及形式生成关系；２．现代文学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形式继承

及创造性转化；３．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客体之间的叙事

关系；４．民间的现代价值及伦理维度。在本土经验的维度上考

察民间文化、文学对文学叙事的影响，这既不是找出现代叙事文

本与民间元素的严格一一对应，也不是为民间作出单维的价值

辩护，而是把民间或民间文化的诸种构成作为不同层次的发生

学结构要素，来重新呈现这个不断变动生成的生活世界，拓宽文

３引论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



学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早在“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初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对民

间文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从文化层面上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

１．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与发掘成为他们文化策

略行动的主要构成部分，不过应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在策略层

次上利用民间文化资源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来为其建构现代意

识形态和“民族—国家”范畴服务的，因此，民间文化往往是有选

择性地进入了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表述系统。民间文化在进入文

学叙事文本的时候更多地渗透了一种知识分子个人化想象的性

质并与其他诸种文化相联系而存在；２．还有一些现代知识分子，

在中国现代文化背景下，体现出对民间文化的自觉，在文学的审

美形态上表现为以本土生活经验和民间立场表达为核心的特

点，比如刘半农的诗歌创作。事实上，正是由于民间性因素（包

括民间观念形态和民间艺术形式）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呈现，才使

现当代文学与本土经验、民间信仰、历史传统等保持着深层的精

神联系并内在地制约着现当代文学的想象空间和审美形态。民

间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和观念形态相互排斥、对抗和渗透的过程

中，也经历着自身形态的分离、重塑与再生：一方面，当民间（包

括民间日常生活和民间精神）被纳入上层社会意识形态塑造的

过程中的时候，民间就失去了它本来相对的边缘性质，那么新的

“民间”就会在被上层文化假借和改造的过程中间脱壳再生，并

重新获得相对意义；另一方面，民间自由自在的审美意义，既可

以通过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口头故事和文人的文学创作被肯定

性呈现，也可以以相反的形式被负面（ｎｅｇａｔｉｖｅ）地呈现，从而体

现出一种自由的缺失状态和理想主义的方向。因此我们并不需

要从某个叙事文本中刻意地寻找民间文化整体性的意义，即使

４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



在一些破碎的经验碎片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对现代

文学叙事文本所带来的审美力量。在民间、政治意识形态、知识

分子等方面诸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间，不应该只强调

民间被单向地改造的过程，事实上民间同样以自身的观念形态

和更接近本土历史传统的方式隐形、逆向地参与了上层／主流意

识形态的塑造，这是一个双向和多向互渗的过程，对知识分子与

民间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的民间生活经验在民间

文化的转译与想象过程中会具有独特的形式张力，并展现出民

间文化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民间文化又经历了一个世纪

的流变与再造，原来属于上层精英阶层的观念和传统也可能会

沉落民间，一些在主流层面鲜见的东西可能会在底层社会大量

存在；原来外来的文化经过本土化的过程也许会下沉为具有民

间性的文化因素，我们在考察文学现象的时候必须充分参照这

些空间、时间的变迁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具有民间

性创作特征的作家所选择的现实观照对象基本上都是乡村、社

会底层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或者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它往往表现为作家（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

文化心理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想

象与表现的世界，其实并无法脱离“文化与人”的动态建构过程，

叙事文学具有本土性的传承能力和对文化自身的建构功能，因

此不能单纯地视文学为外在的、被影响的形式，文学也正是现实

文化功能结构中的一部分。相对于那种强调“现代性”或个体创

造的研究角度而言，参照本土经验的分析，并选择一个自内向

外、自下而上、自地方到整体这样的视角，是我们考察民间审美

意义的一种有效方式。

具体到民间性的审美形态，民间审美意义的呈现又是一个

５引论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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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过程。从社会的深层来看，民间文化具有其自在的一面，

但是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和不同的精神背景下，它的审美呈现形

式又各不相同，并会基于不同文化因素的张力关系而获得不同

的意义。从民间文化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民间审美的呈现方

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

一、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内部式表现，也就是说作家自觉

地———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用民间的视角来思

考问题和叙述故事。在这一类作家和作品中，民间的道德伦理

以及下层民众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构成了审美表现的主要动

力，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色彩并不太明显，因此上层社会意识形

态对民间而言是外在的和次要的因素，他们更突出地表现为民

间文化的传统意义和乡野品质，这种审美趣味指向民族自身的

过去和民间生命的草根性（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这一类审美表现形式

也可以与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自觉的民间立场发生深刻的

精神同构，这些知识分子注重发掘民间文化及观念形态对于主

流／上层意识形态的批判价值，思考传统乡土中国的历史困境，

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为民间大众的生存方式和现实利益做辩护，

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底层社会的认同、对民间传统生活方式和伦

理精神的挽留。对一些作家来讲，民间的审美表现也可以作为

对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抗策略。如刘半农、老舍、萧红、

沈从文等作家就都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把民间自身的文化逻辑

及生存伦理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精神。

二、自觉借鉴和运用民间的形式。在这一类作家和作品

中，也存在着仅仅在形式上借用民间语言和民间化的文学样式

的情况，但是以此来传达某种现代观念或者政治诉求，不过在运

用民间形式的同时也意味着民间接受的广泛可能。文化符码所

６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



承载的本土性、地方性知识往往包含在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之中，

通过对民间语言以及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形式的自觉借鉴运

用，必然会涉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神话思维等深层意识领域，

可以反映出民族历史、记忆在社会底层的延续和文化符码遗存。

赵树理曾说他的小说创作是“旧瓶装新酒”，曲波的《林海雪原》

用民间的演义形式表现革命故事就都是以民间形式为基础的审

美创造。

三、对民间文化的转化与再造。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具有深

厚的底层经验基础，在情感上对民间保持着深深的眷恋。莫言

在“高密东北乡”发现了人的个性生命力量，艾芜在“南行”的过

程中不断地追求那种生命的强力精神，在这里民间文化经由作

家的创造已转化、更生为新的生命力量的象征和隐喻方式。

四、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这一类的叙事文本更侧重在个

人化的精神和审美构造，他们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对民间日常

生活进行新的整合。这种想象民间的方式又与一种历史叙述和

时代精神建构的过程发生紧密的联系，体现为具有明显针对性

的理性批判（如鲁迅的部分小说）与诗性坚守（张炜的《九月寓

言》），在这类作家和作品中，民间更多地具有了精神象征的品

格，是作家个体精神建构方式在民间客体上的观念投射和伦理

化的关怀姿态。

在这四种分类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这种分类

方式也只是从动态构造的角度来理解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民间性

的一种途径。事实上，在以上四种类型层次之间，仍然会存在大

量的无法有效界分的叙事类型，也会存在着一些发生学要素互

相转换和交叉并用的现象。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民间性因素

如何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及构造过程，以及它在不同作家那

７引论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



里各不相同的审美呈现方式，并把论述的焦点集中在那些民间

性创作特征比较鲜明或者问题比较典型的作家、作品上，通过对

各种发生学要素及其关系进行清理，尝试建立民间阐释的维度。

８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



第一章　“五四”时期：民间与新文学的生成
———以《歌谣》周刊为例

第一节　《歌谣》概观

这里所论述的“歌谣”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歌谣》周刊；二

是指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歌谣”运动。主要论述的内容是

围绕《歌谣》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探讨以《歌谣》周刊

为核心的“歌谣”运动向“五四”新文学尤其是早期白话诗和早

期新文学批评观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和思想，这些经验和思

想如何参与了“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歌谣》周刊的创办、发

展是“五四”时期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文学运动的显

著标志，但是，在《歌谣》周刊诞生之前，就有《北京大学日刊》

之“歌谣选”；周刊的诞生，更是触动了同时代很多期刊、杂志

有关“歌谣”的整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五四”知识分

子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新文学创作中开始注重“歌谣”

的价值和意义，而他们对“歌谣”的研究、借鉴恰恰是这场民间

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期刊、杂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陈平原认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四”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①。众多的报纸附张、

副刊成为文艺思想生长与传播的园地。相对于《新青年》这样引

领时代风骚的杂志，《歌谣》周刊（包括其前身《北京大学日刊》附

张）似乎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沉静的表面之下往往隐藏着实际

的努力。正是以这份杂志为中心，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５年，刘半

农、胡适、周作人等一批“五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近世歌谣征

集和研究运动。以此为起点，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

“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这绝非一时的个人兴趣或历史的

偶然。

“五四”时代的整体倾向是知识分子以启蒙为目的向西方寻

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甚至文学不得不牺牲部分自身的特性参与

到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中去。但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

程中，我们还应该重视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以胡适、刘半农、周

作人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更多地从本土

化的角度思考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歌

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资源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他

们发现民间的文化、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审美资源，并将

其纳入新文学的建设过程中，《歌谣》周刊的创立正体现了这样

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正如钟敬文回忆《歌谣》周刊时所说：“这

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来，不乏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在

当时文化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作用的。她

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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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平原对这一观点又进行了修正，认为“兼及报纸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尤其
是文学杂志），这样来谈论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无疑更为合适”。参见陈平原：《现代
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１８９０年代至１９３０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

２００４年２月。



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于全国。”①这里

所说的“学界”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的“现代学

界”。实际上，“歌谣”运动在起步之时遭尽白眼。传统学界视

“歌谣”为粗鄙之物，认为歌谣走入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有

失体统，就连后来转向热情参与歌谣事业的顾颉刚，在歌谣征集

之初也拒绝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歌谣；北大的其他很多教

授均认为歌谣的整理发表有害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聚集在１９２２

年创刊的《学衡》杂志周围的许多传统文人也极力反对白话文写

作，指责歌谣为洪水猛兽，对歌谣运动痛心疾首②。卫景周的

《歌谣在诗中的地位》就是一篇深刻剖析这一社会现状的文章，

其文详细描述了歌谣征集之初备受责难的情况。他将这些批评

歌谣的人分为三类：一是鉴赏派，即将歌谣作为与虫鸟唱歌一样

的消遣之物；二是混合派，将歌谣与谜语、谚语一起看作下等品，

对研究歌谣大惊小怪；三是笑骂派，认为歌谣是小孩胡喷出来的

东西。他还绘声绘色地举例说保定的一位进士公对蔡元培校长

的冷嘲热讽，其讽刺与批评的实际上就是发现进而重视歌谣的

现代知识分子③。歌谣研究者身处这些责难的包围中，不得不

考虑如何冲破传统文人所设置的观念上的藩篱，有论者就针对

这种状况，指出在歌谣搜集的过程中，搜集者应该打破的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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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４页。

洪长泰：《到民间去———１９１８—１９３７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卫景周叙述去往保定省途中与一位前清遗老对话的情形，文中引述这位遗
老的原话是：“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轻人胡闹起来了！放
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那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
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见卫景周：《歌谣在
诗中的地位》，《歌谣纪念增刊》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怕羞耻、怕被社会上咒骂、怕私人报复、怕荒废时间、怕人品下

流”①。可以说，歌谣征集活动在其伊始就缠绕着新旧文人的对

立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由他们与底层民众、民间文化的观念和情

感上的巨大差异而造成的。而正是这些传统文人不能容忍的歌

谣，为苦苦寻找新文学资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思想与创作

的资源。

那么，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生成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歌谣

“整理”是怎样兴起的呢？《歌谣》周刊的创办过程是怎样的呢？

《歌谣》周刊的办刊宗旨及其基本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刘半农１９１７年从江阴北上赴北京大学任教，于１９１８年１
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他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回

忆说：“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

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

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

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

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

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②刘半农、

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北

大歌谣征集处很快成立。在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的《北京大学日

刊》的《校长启事》一栏里，蔡元培发出号召：“本校现拟征集全国

近世歌谣除将简章登载日刊敬请诸君帮同搜集材料所有内地各

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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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少仙：《研究歌谣应该打破的几个观念》，《歌谣》周刊４３号，１９２４年１月

２７日。

刘半农：《〈国外民歌〉译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１３０页。



复君。”①同一期的《纪事》专栏也刊登了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

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②。《简章》规定歌谣征集处的

任务，即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出版《中国近世歌谣汇

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两书。歌谣征集方法是号召教职员

学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搜集歌谣，甚至希望借助政府的

力量，将各地方学校和教育团体组织到歌谣征集的运动中来。

对于所选歌谣，《简章》作出如下限制：

　　……

４．入选之歌谣当具左列各项资格之一：

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

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

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

童谣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

５．歌谣之长短无定限。

６．歌谣之来历如左所限：

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然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虽为个人著述，然确已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对于搜集事项，规定如下：

７．寄稿人应注意之事项：

字迹贵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

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

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释，俗字俗语亦不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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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１９１８年３月９日、３月２１日、９月２１日

的《日刊》均重新发表）。



为官话；

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

马字或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尤佳；

有其音无其字者，当在其原处话一空格加□，而以罗马

字或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

在《简章》发出后的三个月内，征集处共收集到歌谣一千一

百多首。从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０日起，《北京大学日刊》（第１４１号）

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亲自甄选、审定的歌谣在《日刊》

“歌谣选”专栏陆续刊出。截至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２日，共发表四川、

江西、黑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直隶、北平、河南、陕西、山

东、浙江、云南、辽宁等省市歌谣一百四十八首①。直至“五四”

运动时期，因《北京大学日刊》停出，“歌谣选”随之暂时结束。所

刊每首歌谣之后都附刘半农所作注释，内容涉及歌谣音义考订、

方言考察、体式方法研究、音韵研究等艺术分析，以及一些地方

风俗、文化风貌等简单扼要的社会文化分析。刘半农等北大教

授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北大学生的呼应，因此，围绕“歌谣选”还掀

起了关于个别歌谣的讨论。比如，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北京大

学日刊》“歌谣选”第６１号发表当时为北大学生、《新潮》的主要

成员罗家伦所搜集的歌谣：“凉棚、水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

丫头”。所附注解是：“此六事，为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

故北京人有此谣。”由此引发一场讨论，常惠根据北京人称“天

棚”而非“凉棚”认为：“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

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就断断改不得的。要改了，就失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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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卷１号，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歌谣的本旨了。”①十天之后的《日刊》上，刘半农就为自己擅自

将“亲贵”改为“高等旗人”表示“自悔”②。另外，刘半农还提出

“比较”与“搜集”并重的研究方法③，后来歌谣研究会的歌谣研

究策略也由此扩展开来。

从歌谣征集处的章程及其活动来看，此时的歌谣征集有两

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歌谣征集方法上寻求“真”。也就是《简

章》中规定的对歌谣不加润释、修改，不以官话改写俗话、方言。

在这里，刘半农等已经认识到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传统

文学的显著区别，也就是其“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而想要

忠实记录歌谣尤其是方言俗语，需要一定的语音记录技术，所以

征集处确定由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尽量按

口头语音记录。这也显示出刘半农等对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

形态有着相当的尊重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二是歌谣征集内容上

倾向“文艺性”。从刘半农对入选歌谣所做的限制———“寓意深

远”、“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以及“有天然之神韵”之中可以看

出，中国现代歌谣运动在刚开始就有着对文学性的特别关注。

这自然是与刘半农自身所具有的诗人的才情和智慧分不开的。

从对这些歌谣的热爱到对它的研究，他内心已朦胧地孕育某种

希望，这就是将歌谣与现代新诗实践联结起来。这一点非常重

要，它使得其后的歌谣研究会一直将“文艺性”作为歌谣搜集、研

究的标尺。

相对于《简章》所拟订的目标而言，征集处显然显得经验缺

乏，人手不足。除了刘半农编订的一百四十八首歌谣外，没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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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